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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2014 年、
 

2016 年和 2018 年连续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截尾回归

模型实证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影响及土地转入对该影响的作用。 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能够

激励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即互联网使用能够解决山区农户市场交易的信息成本过高的问题,从而激励山区农

户积极参与农业市场交易。 (2)土地转入使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的激励效应得以实现,土地转入

使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激励效应得以实现的作用比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作用更大。 (3)互联网

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的激励效应具有异质性。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较高、无外出务工行为的

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更大,对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较低、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

市场的激励效应更大。 促进山区农户积极参与市场,有必要推进山区农村互联网设施建设、建立依托互联网的农

业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山区农村互联网技能的劳动力差异化培训、适度推进山区农地的规整流转。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　 土地转入　 市场参与　 交易成本　 山区农户　 山区农地

　 　 中图分类号:F323;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6-0057-20

　 　 一、问题提出

中国丘陵、山地和高原(以下统称山区)
 

耕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近 35%,承载着全国近 33%人口生

计[1] ,对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举足轻重[2] 。 同时,山区还是低收入人口聚集区,要充分发挥其农产品供给功

能,必须提高山区农户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3] 。 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山区农

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4] ,即山区农户充分参与农业市场交易[5] 。 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2018 年三期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山区农户对农产品市场、农业服务市场的平均参与率分别为 53. 35%、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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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低于平原地区的 71. 61%、19. 25%,表明山区农户农业市场参与不足。 农户农业服务市场参与不足会导

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6-7] ,农产品市场参与不足会导致农产品生产结构性失衡和卖难问题突出,不利于农户

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8] 。 亦有研究指出,山区农户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经营收入难以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农

户市场参与不足[9] 。 在此背景下,探究如何提高山区农户市场参与水平,对于提高山区农户经营效益、促进

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整体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边远山区开始按照要素禀赋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发展高附加值的蔬菜、水果、坚果、中药材、花卉等产业[10] 。 但是,农业市场对高附加值农产品及相应的农业

服务交易提出了更高的准入要求和流通约束,这是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交易面临的首道障碍[11] 。 高附加

值农产品需要向中心城镇寻找销售市场,其生产所需的农机、农技及农业雇工也需要从专业化、社会化的服

务市场寻找服务供给主体。 而信息基础设施不健全、市场信息服务功能缺位导致的以信息成本为主要内容

的农户市场交易成本过高,严重打击了农户参与农业市场交易的积极性。 因此,降低农户市场参与的信息

成本是推进农户市场参与的重要手段[5] 。 互联网使用使山区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不再受限于地理空

间,与外界的信息沟通能力增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低价获得市场信息,极大地降低了农户的信息搜

寻成本[12] 。 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信息载体功能已成为推动中国农业市场化发展的新动力[13] 。 所以,在
生产经营中,只要农户使用互联网降低市场参与的信息成本,就能够全面激发其市场参与的积极性[14] 。

然而,CFPS 数据显示,2014 年山区农户户均家庭平均上网率为 12. 9%,户均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市

场参与率分别为 52. 579%和 8. 317%,到 2018 年,山区农户家庭平均上网率为 32. 784%,是 2014 年的近 3
倍,但户均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市场参与率分别为 47. 765%和 10. 501%,两者并未因家庭平均上网率提

高而显著提高。 究其原因,可以从农户市场参与的交易成本视角寻找答案。 农户市场参与的交易成本分为

可变交易成本和固定交易成本两种形态[15] ,
 

只有各项交易成本总和小于预期收益时,农户才会积极参与市

场交易[16] 。 互联网使用降低的是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12] ,属于可变交易成本范畴[17] 。 故而,降低可变交

易成本的互联网使用并不必然激励农户参与市场交易,它只对那些仅受限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过高而市

场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农户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对那些同时受限于可变交易成本和固定交易成本的农户

的激励效应有限[18] 。 要全面发挥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市场参与的激励效应,还需解决固定交易成本过高的问

题。 固定交易成本是农户进入市场必须支付的一次性费用[15] 。 农业市场专业化程度越高,需要支付的单位

固定交易成本越高。 通常,土地转入使经营规模扩大,从而使农户市场参与的单位固定交易成本降低,互联

网使用对农户市场参与的激励效应的实现使得其受固定交易成本的约束性降低,即土地转入会使互联网使

用对受限于固定交易成本的农户市场参与的激励效应得以实现[18] 。 因此,要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

场参与的影响,有必要将交易成本纳入研究框架,同时考虑两种类型的交易成本对农户市场参与的约束性,
以此考察土地转入对互联网使用激励农户参与市场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

既有文献主要从信息供给层面互联网对农业市场的影响、可变交易成本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市场

参与行为的影响和固定交易成本视角下土地转入对农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互联网对农业市场发展的影响受到关注。 作为信息供给主体的互

联网,它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桥梁作用得到广泛认同。 互联网的信息供给消除了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
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市场透明化,减少农户生产经营由于信息获取不完全导致的决策盲目性[13]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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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农村物质资源、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农业生产更加适应市场需求,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市

场[19-20] 。 此外,基于互联网衍生的各种农村电商、直播销售平台为农业生产经营打开了新的农业市场流通

格局,缓解了农业市场流通渠道不畅的问题,进而促进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13] 。 这些研究均是立足于宏观

政策层面、从市场信息供给的角度研究互联网对农业市场的影响。
农户市场参与的交易成本内生于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市场环境,对农户市场参与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影

响[21-22] 。 于是,学者们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市场参与影响的研究框架中纳入交易成本。 早期的文献多将可

变交易成本等同于总交易成本,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市场参与影响中交易成本作用的研究主要从效应、
方向、差异性、维度上展开。 效应上,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使农业市场信息透明化,降低了农户市场交易的信

息成本,使农户市场参与的积极性提高
 [12-13,23-25] 。 方向上,尽管多数学者认为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农户信

息成本对农户市场参与具有正向影响,但仍有研究指出,互联网普及带来的信息成本降低并未提高农户的

农业服务市场参与水平,即信息化并未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6] 。 尽管互联网使用降低信息成本的作用在

整体上促进了农户市场参与的积极性,但该促进作用具有行业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和滞后性[27-28] 。 维度上,
学者们主要从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与农业服务市场 2 个维度展开研究。 在农产品市场,互联网突破物理空

间和距离承载并传递海量农产品供需信息,创新网络空间的农产品销售平台(如农村电商)和新型销售业态

(如直播、自媒体),极大地降低了可变的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激励农户参与农产品交易
 [12,29-30] 。 在农业

服务市场,互联网为农户提供较低成本的农资、农技市场信息,激励农户进入服务市场,购买价格更低、质量

更好的农资、农技服务[31-35] 。 这些研究都假定只要互联网使用能够降低农户市场参与的信息成本、谈判成

本等可变交易成本,必然能促进农户参与市场交易。
随着交易成本理论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为除了单位可变交易成本外,单位固定交易成本过高也会限

制农户参与市场交易[17] 。 有研究表明,可变交易成本决定农户市场参与的程度[15,22] 。 而固定交易成本是

交易前为获取特定交易资格或交易机会必须一次性支付的相对固定的费用,它不受交易规模的影响,且决

定农户能否跨越市场门槛[36] 。 有文献分别研究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农户市场参与行为,发现埃塞俄比亚奶

农进入原奶市场前必须支付的交易成本使奶农难以决策是否进入市场[37] ,肯尼亚农户在参与市场前必须支

付一笔费用才能获得交易机会,这使其理性地选择不参与市场交易[38] 。 当然,尽管固定交易成本的存在可

能会使农户参与市场的动力不足,但单位固定交易成本降低却可以激发农户参与市场的积极性[39] 。 有研究

表明,决定固定交易成本大小的农业专用性资产价值通常较高,如果农户经营规模过小,专用性资产利用率

太低,就会造成单位固定交易成本过高,农户经营的利润率低下,使得农户争取市场参与机会的动力不足。
相反,如果经营规模扩大、单位固定交易成本必然降低,有利于激发农户一次性支付固定交易成本的意

愿[40]
 

。 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流转是扩大经营规模、降低单位固定交易成本从而激励农户支

付固定交易成本获得交易资格的有效方式。 有文献表明,土地转入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的单位固定交

易成本降低,参与农产品市场的积极性提高[41] 。 可以说,通过土地转入降低单位固定交易成本,进而激励农

户支付固定交易成本获得交易机会是小规模农户利用互联网信息提高市场参与度的基础。 当然,也有研究

认为土地转入降低可变固定交易成本的作用对农户市场参与的影响具有产品差异性。 不同农产品市场准

入门槛及固定交易成本限制不同,土地转入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存在差异[42] 。 在农业服务市场,
土地转入对农户市场参与的影响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土地转入只要形成规模经营就能激励农户购买社

会化服务[43] ,另有研究表明土地转入只有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才能促进农户购买农机服务[44] 。
以上文献对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大多数相关文献都强调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市场参与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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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在于其对可变交易成本(即信息成本)的效应,都认同只要能降低可变交易成本,必能激励他们积极参

与市场,忽略了固定交易成本的约束性[45] 。 尽管少量文献区分了互联网使用和土地转入所影响的交易成本

内容的不同,但未能考虑两者对农户市场参与行为影响的相互关系。 梳理文献得知,土地转入通过降低固

定交易成本激励小规模农户支付固定交易成本以获得市场交易机会,如此,小规模农户才可能利用互联网

降低可变交易成本,更频繁地参与农业市场交易。 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能否激励市场信息相对闭塞的农

户积极参与市场取决于农户经营规模对应的单位固定交易成本能否激发农户支付固定交易成本获得交易

机会。 同时,大多数文献只关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单一类型市场的影响,较少对比研究其对农户参与

不同类型市场的影响。 此外,现有文献忽略了山区农户这一处于特殊地域的群体的市场参与行为。 尽管山

区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更为闭塞,但经营规模普遍狭小[46] ,互联网使用能否发挥其对山区农户市场参

与的激励效应,需要进一步探讨。 因此,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考虑山区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的特征,
将土地转入纳入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影响的研究框架,结合互联网使用和土地转入对农户市场

交易成本影响的内容不同,对比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和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考察

土地转入对于该激励效应实现所起的作用,以期为推进中国山区农户市场参与、提高山区农户农业生产效

率、解决山区农产品卖难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为突出重点,假定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与农业服务市场的行为相互独立。 鉴于目前互联网使用对农产

品价格、农业服务价格产生的影响效应尚无定论,故不考虑农产品价格、农业服务价格变动情况。 为简化研

究,假定农产品产量全部用于市场交易,生产投入全部为农业服务投入。 本文将基于这些假定分别推导农

户参与两类市场的边界条件。

　 　 (一)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的市场边界

假设农业市场上有 3 个农户 Ap、A 和 B,Ap 来自平原,A 和 B 来自山区。 初期 3 个农户农产品产量分别

为 Qp、QA 和 QB。 为体现地形条件对农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控制农户 Ap 与 A 的经营规模相同,即 Qp =

QA。 为体现经营规模对农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控制农户 A 的经营规模大于农户 B,即 QA >QB。 假设市

场准入要求的经营规模对应的销售量为 QM,令 QB<QM<QA,Ap、A 和 B 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 C 外生于市场行

为,均为 C0(常数)。 初期 Ap、A 和 B 的单位可变交易成本函数相同,均为 vs = vs( I),vs 为农户信息获取水平 I
的减函数,I 是外生的。 初期农户 Ap、A 和 B 均未使用互联网,他们获取市场信息的水平取决于当地信息基

础设施完善程度。 不妨设初期信息设施条件较好的平原农户 Ap 信息获取水平 Ip = Ip0,对应的农户 Ap 其单

位可变交易成本为 vspA = vs( I= Ip0 ) = vsp0,信息设施条件较差的山区农户 A 和 B 的单位可变交易成本为 vsA =

vsB = vs( I= I0)= vs0,由于 Ip0 >I0,则有 vspA( I= IP0)= vsp0 <vsA( I= I0 )= vsB( I = I0 )= vs0。 假定农户 Ap、A 和 B 的单位固

定交易成本函数分别为 f
 s
pA(Q)、

 

f
 s
A(Q)和 f

 s
B(Q),

 

f
 s
pA(Q),f

 s
A(Q)和 f

 s
B(Q)分别是农产品销售量 Q(或经营规

模)的减函数。 由于 QB<QA =QpA,所以在初期 f
 s
pA(Q)= f

 s
A(Q)= f

 s
A0 <f

 s
B(Q)= f

 s
B0,

 

f
 s
B0 -f

 s
A0 =Δf

 s
AB0 >0。 农户 Ap、

A 和 B 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愿意接受的单位农产品售卖价格分别为 Ps
pA、Ps

A 和 Ps
B。 任意农户参与农产品市

场交易的利润为:
Rs Q,Ps,fs,vs,I( ) = QPs - QC - Qf

 s Q( ) - Qvs I( ) (1)
在初期农户均不使用互联网亦不转入农地,那么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能够接受的产品价格边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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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

Ps > C + f
 s + vs (2)

式( 2)中,
 

f
 s和 vs 分别为初期农户生产规模 Q 和信息获取水平 I 决定的单位固定交易成本和可变

交易成本。 如此,农户 Ap 、A 和 B 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愿意接受的单位产品价格须分别满足 Ps
pA>C0 +f

 s
A0+

vsp0,Ps
A>C0+fsA0+v0

s,Ps
B>C0 +f

 s
B0 +vs0。 假设外生的农产品市场价格 Ps

M =C0 +f
 s
A0 +vs0,则 Ps

pA<Ps
M<Ps

A<Ps
B。 由于农产品

市场价格 P s
M 均低于农户 A 和 B 参与农产品交易愿意接受的价格却高于农户 P s

pA 愿意接受的价格,故初

期只有市场信息传递较畅通的平原农户 Ap 参与市场,而市场信息传递不畅的山区农户 A 和 B 均不参与

农产品市场。

现假设农户使用互联网使信息获取水平提高,则有
∂vs

∂I
<0,从而农户交易的单位信息成本降低至 v1

s = vs

( I0 +ΔI)= v0
s-Δvs,其中 Avs>0,ΔI>0。 鉴于平原农户即使不使用互联网也能以较低的信息成本参与农产品市

场,后续讨论皆为山区农户。 由于不转入农地,经营规模不变,单位固定交易成本不变,即∂f
 s

∂Q
= 0。 此时,任

意农户参与农产品交易的利润为:

Rs(Q,Ps,f
 s,vs,I) = QPs - QC - Qf

 s(Q) - Qvs1( I) (3)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的条件是 Rs ≥ 0。 故令式(3) 中 Rs ≥ 0 且对Q 求导,整

理得到:

∂Rs

∂Q
= Ps - C - fs(Q) - Q × ∂f s

∂Q
- v1

s( I) (4)

将
 

vs1 = vs0 - Δvs ∂vs

∂Q
< 0, ∂f

 s

∂Q
= 0 代入式(4),得到农户使用互联网后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愿意接受的产

品价格边界条件为:

Ps > C + f
 s + vs - Δvs (5)

由式(2)和式(5)可知,使用互联网后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能够接受的产品价格边界向下扩展,农

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概率提高。 如此,使用互联网的山区农户 A 和 B 参与农产品市场愿意接受的农产品价

格条件分别为 Ps
A>C0 +f

 s
A0 +v0

s-Δvs,Ps
B>C0 +f

 s
A0 +v0

s+f
 s
AB0 -Δvs。 农产品市场价格依然为 Ps

M = C0 + f
 s
A0 + vs0,假设

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 B 产生的可变交易成本降低量 Δvs 无法弥补其固定交易成本过高量 Δf
 s
AB,即 Δvs -

Δf
 s
AB < 0,那么 Ps

M > Ps
Amin,Ps

M < Ps
Bmin,即农产品市场价格 Ps

M 高于山区农户 A 参与农产品交易愿意接受的最

低价格而低于山区农户 B 参与农产品交易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于是山区农户 A 选择参与农产品市场而山

区农户 B 选择不参与农产品市场。

最后假设某农户使用互联网并转入土地、经营规模扩大,销量增至 Q1 =Q0 +ΔQ,ΔQ>0,Q0、Q1、ΔQ 分别

为初期、土地转入后的销售量及其增加量变量,销售量增加使单位固定交易成本降至 f
 s
1 = f

 s(Q+ΔQ)= f
 s
0 -Δf

 s
,

 

f
 s
0为未转入土地时的单位固定交易成本,Δf

 s>0,
 ∂f

 s

∂Q
<0。 此时,使用互联网且转入土地的农户参与农产品交

易的利润为:
 

Rs(Q,Ps,f
 s,vs,I) = Q1Ps - Q1C - Q1 fs1(Q) - Q1vs1(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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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令式(6)中 Rs ≥ 0 且对 Q 求导,整理得到式(7):
∂Rs

∂Q
= Ps - C - [ f

 s(Q) - Δf
 s] - [vs( I) - Δvs] - (Q + ΔQ) × ∂f

 s

∂Q
> 0 (7)

由于
∂f

 s

∂Q
< 0, 代入式(7),整理得到使用互联网并转入农地的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愿意接受的产

品价格边界条件为:

Ps ≥ C + f
 s + vs - Δvs - (Q + ΔQ) × ∂f

 s

∂Q
- Δf

 s (8)

由式(5)和式(8)可知,使用互联网并转入农地使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能够接受的产品价格范围进一步

扩大。 具体到山区农户 B,其使用互联网并转入农地,销售量增加为 QB =QB +ΔQB,ΔQB >0,销售量增加使单

位固定交易成本降至 f
 s
B(QB+ΔQB)= f

 s
B0 -Δf

 s
B,

 

其中 Δf
 s
B>0,

 ∂f
 s
B

∂Q
<0。 那么山区农户 B 参与农产品交易愿意接

受的产品价格 Ps
B 满足条件:

Ps
B ≥ C0 + fA0

s + v0
s + ΔfAB s - Δvs - (QB0 + ΔQB) × ∂f

 s

∂Q
- Δf

 s (9)

如果互联网使用产生的可变交易成本降低和土地转入带来的固定交易成本降低之和能够补偿山区农

户 B 固定交易成本过高量 Δf
 s
AB0, 即 Δf

 s
AB0 < Δvs - (QB0 + ΔQB) × ∂f

 s

∂Q
- Δf

 s, 则有 Ps
M > Ps

Amin, 即 Ps
M 高于

山区农户 B 参与农产品交易愿意接受的最低产品价格,于是山区农户 B 进入农产品市场。

　 　 (二)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交易的市场边界

假设上文 3 个农户 Ap、A 和 B 需要决策是否进入农业服务市场。 假设单位产量对应单位服务购买量,

那么初期农户 Ap、A 和 B 需要的农业服务量分别为 Qp、QA 和 QB。 类似地,控制农户 Ap 与 A 的经营规模相

同,即 Qp =QA,控制农户 A 的经营规模大于农户 B,即 QA>QB。 假设服务市场准入门槛要求的经营规模对应

的农业服务购买量为 QM,且 QB<QM<QA,农户 Ap、A 和 B 的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P 外生于市场行为,均为 Pp

(常数)。 假定初期农户 Ap、A 和 B 购买农业服务单位可变交易成本函数相同,均为 vb = vb( I),vb 为农户信息

获取水平 I 的减函数,I 外生于市场行为。 初期农户 Ap、A 和 B 均未使用互联网,他们的信息获取水平与信

息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假设初期信息设施条件较好的平原农户 Ap 信息获取水平 Ip = Ip0,对应的农户 Ap 参与

农业服务市场的单位可变交易成本为 vbpA =vb(I= Ip0)= vbp0,信息设施条件较差的山区农户 A 和 B 参与农业服务

市场的单位可变交易成本为 vbA = vbB = vb( I= I0)= vb0。 由于 Ip0 >I0,故 vbpA( I= IP0 )= vbp0 <vbA( I = I0 )= vbB( I = I0 )= vb0。
假定农户 Ap、A 和 B 的单位服务购买的固定交易成本函数分别为 f

 b
pA(Q)、 f

 b
A(Q) 和 f

 

B
b(Q),

 

f
 b
pA(Q)、

f
 b
A(Q)和 fB b(Q)分别是农业服务购买量 Q(或经营规模)的减函数。 由于 QB<QA =QpA,所以在初期 f

 b
pA(Q)=

f
 b
A(Q)= f

 b
A0 <f

 b
B(Q)= f

 b
B0,f

 b
B0 -f

 b
A0 =Δf

 b
AB0 >0。 农户 Ap、A 和 B 参与农业服务市场交易愿意接受的单位服务购

买价格分别为 Pb
pA、Pb

A 和 Pb
B。 假设农户参与服务市场交易的利润为:
Rb(Q,Pb,f

 b,vb,I) = QPp - QPb - Qf
 b(Q) - Qvb(Q) (10)

由于不使用互联网亦不转入农地,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交易的服务价格边界条件为:
Pb < P - f

 b - vb (11)
式(11)中,

 

f
 b和 vb 分别为初期农户参与服务市场的单位固定交易成本和可变交易成本变量,P 和 Pb 分

别为单位农产品市场价格变量和农业服务价格变量。 如此,农户 Ap、A 和 B 参与农业服务市场愿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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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服务购买价格分别为 Pb
pA <Pp - f

 b
A0 - vb0,Pb

A <Pp - f
 b
A0 - vb0 和 Pb

B <Pp - f
 b
B0 - vb0。 假设农业服务市场价格为

Pp
M =Pp-f

 b
A0 -vb0,则 Pb

B<Pb
A<Pp

M<Pb
pA,那么只有平原农户 Ap 参与农业服务市场交易,山区农户 A 和 B 选择不参

与农业服务市场交易。
接着,使用互联网使农户信息获取水平提高为 I1 = I0 +ΔI,从而农户参与农业服务交易的单位可变成

本降低为 vb1 = vb( I0 +ΔI)= v0
b-Δvb,且 Δvb>0,∂vb

∂I
<0。 鉴于平原农户即使不使用互联网也能以较低的信息

成本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后续不再讨论平原农户问题。 由于不转入土地,经营规模不变,农户克服市场准

入限制的能力不变,单位固定交易成本不变,即∂f
 b

∂Q
= 0,那么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交易的

利润为:
Rb(Q,Pb,f

 b,vb,I) = QP - QPb - Qf
 b(Q) - Qvb1( I) (12)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农户参与农业服务交易的条件是 Rb > 0。 令式(12)中 Rb > 0 并对 Q 求导,整理

得到:
∂Rb

∂Q
= P - Pb - f

 b(Q) - vb(Q) + Δvb > 0 (13)

经过进一步整理,得到农户使用互联网后参与农业服务市场愿意接受的服务价格边界条件为:
Pb < P - f

 b - vb + Δvb (14)
由式(11)和式(14)可知,互联网使用使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愿意接受的服务价格边界向上延伸,农户参

与服务市场的概率提高。 具体到山区农户 A 和 B,使用互联网使其愿意接受的服务购买价格分别为 Pb
A <

Pp - f
 b
A0 - vb0 + Δvb 和 Pb

B < Pp -f
 b
B0 - vb0 + Δvb。 这时山区农户 A 参与农业服务市场愿意接受的最高服务价格

高于市场价格,即 Pb
Amax > Pp

M, 则山区农户 A 会选择参与农业服务市场交易。 如果互联网使用带来的信

息成本降低额无法弥补山区农户 B 超出的固定交易成本增量 Δf
 b
AB0 , 即 Δvb - Δf

 b
AB0 < 0, 这时山区农户 B

参与农业服务市场愿意接受的最高服务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即 Pb
Bmax < Pp

M, 山区农户 B 选择不参与农业

服务市场交易。
最后,假设农户既使用互联网又转入农地,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服务交易量①增加为 Q1 = Q + ΔQ,ΔQ >

0,Q0、Q1、ΔQ 分别为初期、土地转入后的农业服务需求量及其增加量变量,农业服务需求量增加使单位固定

交易成本降低为 f
 b
1 = f

 b(Q) - Δf
 b,其中,Δf

 b > 0,∂f
 b

∂Q
< 0。 此时,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交易的利润为:

Rb(Q,Pb,f
 b,vb,I) = Q1Pp - Q1Pb - Q1 f

 b
1(Q) - Q1vb1( I) (15)

同理,令式(15)中 Rb > 0 并对 Q 求导,整理得到:
∂Rb

∂Q
= Pp - Pb - f

 b(Q) - vb(Q) - (Q + ΔQ) × ∂f
 b

∂Q
+ Δf

 b + Δvb > 0 (16)

将
∂f

 b

∂Q
< 0 代入式(16)整理得到农户使用互联网、同时转入农地后参与农业服务市场交易的服务价格

边界条件为:

Pb < Pp - f
 b - vb + Q0 × ∂f

 b

∂Q
+ Δvb + ΔQ × ∂f

 b

∂Q
+ Δf

 b (1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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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6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6, 2023)

由式(14)和式(17)可知,使用互联网并转入土地使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服务价格边界范围进一步

向上延伸,农户参与服务市场的概率进一步提高。 具体到山区农户 B,使用互联网并转入土地使其愿意接受

的服务购买价格满足:

Pb
B < Pp - f

 b
A0 - vb0 + Δvb + Δf

 b + (QB0 + ΔQ) × ∂f
 b

∂Q
- Δf

 b
AB0 (18)

只要 Δvb + Δf
 b + (QB0 + ΔQ) × ∂f

 b

∂Q
- Δf

 b
AB0 > 0, 则使用互联网并转入土地使山区农户 B 愿意接受的

最高服务购买价格高于市场服务价格,即 Pb
Bmax > Pp

M ,此时,山区农户 B 选择参与农业服务市场交易。

　 　 (三)山区特征对农户市场参与的影响及不同类型市场的比较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农村基层广泛培育农业服务市场,使山区农户进入农业服务市场相对容易[47] ,而
经营规模过小、相对落后的生产设施与设备使山区农户进入农产品市场面临着较高的单位固定交易成

本[48] ,或者说较高的单位固定交易成本会降低预期利润率,使农户因支付固定交易成本的意愿降低而无法

获得农产品市场交易机会。 土地转入而经营规模扩大,可以降低单位固定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交易的预期

利润率,提高农户支付固定交易成本的意愿从而可能获得农产品市场交易机会。 因此,土地转入使互联网

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激励效应得以实现的作用大于土地转入使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

业服务市场激励效应得以实现的作用。 由于山区小而分散的地形条件使土地转入形成连片农地的作用受

限[46] ,只有部分山区农户须通过土地转入才能实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还有

部分山区农户的土地转入无法形成连片农地,不能改变农地细碎化特征,无法从根本上推动土地的宜机化

经营,也就无法推动农业经营的社会化服务发展。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 3 个研究假设:
假设 H1:互联网使用对信息相对闭塞的山区农户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假设 H2: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的激励效应需通过土地转入得以实现。
假设 H2a:山区农户普遍经营规模较小,与农产品市场对接能力较弱,单位固定交易成本过高,故土地转

入使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激励效应得以实现的作用更大。

　 　 四、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山区农户市场参与的微观数据来自 CFPS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三期数据,涵盖 25 个省

份(不含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和港澳台地区)的丘陵、山区及高原。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与

农户参与市场均属农户行为,故本文以农户为研究尺度展开。 最终样本数据来源于 CFPS2014、CFPS2016、
CFPS2018 中进入调查的 2

 

938 个基线山区农户。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山区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参与水平为解释变量。 借鉴阿扎姆等( Azam
 

et
 

al.,
2012) [49]的做法,采用农户家庭农副产品销售总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山区农户农产品市场参与水平,
借鉴刘明辉等(2019) [50]的做法,采用农户家庭农业服务支出费用占农业总投入的比重衡量农业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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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水平。 由于小规模经营农户可以较好地参与农资市场,但因农业服务市场信息不透明,农户参与农机

农工服务市场的水平尚待提高[51] ,因此农业服务支出费用用 CFPS 调查问卷中山区农户农机租赁费和农业

雇工费用之和表示,农业总投入用 CFPS 调查问卷中农业生产的经常性支出总和表示。 表 1 显示山区上网

户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市场参与水平均高于山区未上网户。
2. 核心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山区农户互联网使用水平及其与土地转入的交叉项 2 个变量,分别体现互联网使用对

山区农户市场参与影响及土地转入对该影响的作用。 互联网使用水平采用家庭平均上网率表征,用家庭成

员上网人数 / 家庭成员人数测度。 其中,家庭成员上网人数采用家庭成员对 2014 年问卷中
 

“你是否上网”、
 

2016 年和 2018 年
 

“是否电脑上网”“是否手机上网”三个问题的回答赋值加总得到,若回答“是”赋值 1,否
则赋值 0。 土地转入根据问卷中“是否租用他人土地”的回答赋值界定,回答“是”赋值 1,否则赋值 0。 工具

变量为区县农村上网率,用 CFPS 调查问卷中山区农户所在区县农村居民平均上网率衡量。
3. 控制变量

影响农户市场参与的其他因素很多,本文引入山区户主特征、农户特征和村庄特征以修正互联网使用、土
地转入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的影响模型。 户主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 农户家庭特征包括

户均年龄、户均教育水平、经营规模、非农就业机会、自有农业机械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 村庄特征包括村庄

规模和村庄交通。 表 1 显示山区上网户户主平均年龄更小,教育水平更高,户主男性比女性更多,上网户家庭

成员平均年龄更小,家庭成员平均教育水平更高,土地租用户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更多,自有农业

机械价值更高,所在村庄规模更大,交通条件更优越。 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山区上网户 山区未上网户

平均值 标准误 平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变量 农产品市场化水平 农副产品销售总值 / 农业总产值(%) 0. 515 0. 390 0. 321 0. 267

农业服务市场化水平 (农机租赁费用+农业雇工费用) / 农业总投入(%) 0. 122 0. 164 0. 086 0. 143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 家庭成员平均上网率 / % 0. 464 0. 215 0. 000 0. 000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 家庭成员平均上网率与土地转入的交叉项 0. 103 0. 216 0. 000 0. 000

工具变量 区县农村上网率 所在区县农村居民平均上网率 / % 0. 350 0. 228 0. 261 0. 278

山区户主特征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周岁) 47. 659 11. 643 52. 350 12. 445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男= 1,女= 0 0. 574 0. 495 0. 620 0. 485

户主教育水平 文盲 / 半文盲到研究生,依次为 1 ~ 7 2. 309 1. 076 1. 846 0. 917

户主健康状况 健康到不健康程度,依次为 1 ~ 5 3. 186 1. 239 3. 313 1. 288

山区农户特征 户均年龄 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 周岁 41. 813 8. 033 51. 101 11. 441

户均教育水平 农户家庭成员平均教育水平 / 年 2. 469 0. 828 2. 161 1. 358

经营规模 农副产品生产总值 / 万元 2. 073 5. 020 1. 428 3. 071

土地转入 是否有土地流入,是= 1,否= 0 0. 226 0. 418 0. 194 0. 395

非农就业机会 外出打工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 % 34. 970 21. 639 34. 293 21. 987

自有农业机械 家庭自有农机价值 / 万元 0. 448 1. 201 0. 259 0. 673

农业劳动力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 / 人 2. 299 1. 156 2. 069 1. 091

山区村庄特征 村庄规模 所在行政村农业劳动力比例 / % 0. 521 0. 252 0. 507 0. 249

村庄交通 村庄到本县县城时间 / 小时 3. 182 7. 163 3. 635 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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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设定

1. 基准模型

当前中国山区农业生产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12] ,相当部分农户农业市场参与程度接近 0,即被解

释变量具有边界性,故而采用适应受限因变量的截尾回归( Tobit)模型拟合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对山区

农户市场参与的影响。 Tobit 模型可将市场参与水平为 0 的农户数据纳入回归过程,以保持足够样本容

量,但不会因此引起估计偏误。 根据研究目的,设计回归模型,如式( 19)所示。 各模型初步拟合结果的

似然比( LR)检验结果显著拒绝混合截面 Tobit
 

模型的原假设,故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模型对于本文是适

用的。

Ait = α0 + α1Intit +α2Intit ×scaleit + ∑
n

k = 1
βkZ it + εit (19)

式(19)中,被解释变量 Ait 为山区农户 i 第 t 年的农业参与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 Intit 为山区农户 i 第 t 年

平均上网率, Intit ×scaleit 为农户家庭平均上网率与土地转入的交叉项,表征土地转入在互联网使用对山区

农户市场参与影响中的作用,Z it 为控制变量,包括农户 i 第 t 年的户主特征、农户特征和村庄特征。 α0 为常

数项, α1 和 α2 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βk 为第 k 个控制变量的系数,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2. 内生性处理

互联网使用与农户市场参与或互为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可能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采用鲁德曼

(Roodman,2011) [52]
 

提出的条件混合估计方法( CMP)处理内生性问题。 处理过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寻

找工具变量,并估计其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第二部分将相关值代入基准模型回归,通过内生性检验参数来

判断外生性,如果参数显著则
 

CMP
 

估计更准确。 借鉴柳松等(2020) [53] 的研究,采用山区区县层面的农村

居民平均上网率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 一方面,区县层面的农村居民平均上网率可

衡量一个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及农户使用互联网的概率,与内生变量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区县层面的农

村居民平均上网率不会直接影响单个农户的市场参与水平,满足外生性假设。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中,所有模型估计结果的 Wald-Chi2 值表明估计结果有效。 大多数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 5%置信水

平下显著,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不控制土地转入的农产品市场参与模型和农业服务市场参与模型中互

联网使用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使用有利于激励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意味着互联网使用通过降

低可变交易成本,使山区农户能够提高农副产品销售比重,更多地租赁农机和使用雇工来解决农业生产问

题,这一结论与假设 H1 一致。 控制土地转入的农产品市场参与模型中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而互联网使用

的系数却不显著,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可变交易成本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基本体现在土

地转入农户群体中,意味着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需通过土地转入、扩大经营

规模得以实现,验证了假设 H2。 控制土地转入的农业服务市场参与模型中互联网使用及其与土地转入的交

叉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使用降低可变交易成本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部分地

体现在土地转入农户群体中,意味着互联网使用对部分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需通过土地

转入、经营规模扩大得以实现,亦验证了假设 H2。 对比两个控制土地转入模型中交叉项对山区农户市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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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影响发现,土地转入在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的激励效应实现中的作用存在差异:互联网使

用对所有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都需通过土地转入得以实现,而互联网使用只对部分山区农

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需通过土地转入得以实现,意味着土地转入使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农产

品市场激励效应得以实现的作用更大,这一结论与假设 H2a 一致。 这是因为在“小农户-大市场”的买方市

场格局下山区农户对接农产品市场能力不足,农户参与农产品交易的固定交易成本太高,即便互联网使用

降低了单位信息成本,但高企的单位固定交易成本使得农户预期无法获得生产者剩余而选择放弃获得农产

品市场交易机会。 要实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必须转入土地以降低单位固定交

易成本,激发农户支付固定交易成本获得农产品市场交易机会。 土地转入使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农业服

务市场激励效应得以实现的作用体现在部分山区农户群体中,是因为山区地形条件使土地转入难以形成集

中连片的农地,不适合大型农机作业,且以林果、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作物为主,资本难以替代劳动,故而土地

转入的作用被削弱。 当然,在长期的支农政策下,中国农村基层普遍设有农机农技服务站点,农户参与服务

市场的准入费较低[47] ,这是土地转入作用受限的另一个原因。
大部分控制变量都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市场,以下将分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1. 户主层面

户主年龄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影响显著为正,可能是

因为在农产品市场,年轻的户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好,更擅长借助互联网开发新的市场网络、开拓新的销售渠

道和销售平台,但这种优势被山区较高的物流成本抵消[54] 。 在农业服务市场,老年户主由于体力限制无法

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对劳动节约型农机服务、替代性雇工服务需求增加。 户主性别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

品市场影响不显著,而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因为随着中国人文教育的

发展,男女越发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55] ,在开拓农产品市场渠道能力方面几乎一致,而女性因为体力限制对

农机服务、雇工服务的需求更大。 户主教育水平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影响不显著,对山区农户参与

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户开拓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市场

关系的能力越强,经营型特征也越突出,对农业市场参与的需求越大,但受限于较小的经营规模、较高的固

定交易成本,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水平并未因户主教育水平提高而改善。 户主健康程度对农户参与农产品

市场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户主健康程度低,其农业生产更

具生存型特征,对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交易需求降低,同时健康程度低导致的体能下降又会提高农业服

务的交易需求,从而抵消生存型特征对农业服务交易需求的降低效应。
2. 农户层面

户均年龄和户均教育水平均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影响不显著而对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影响显著,
这是因为家庭成员普遍年长的不利影响和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有利影响均会被山区农户有限的农产品市

场对接能力削弱,而家庭成员普遍年长和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对农户采纳更多的农机服务和雇工服务的有利

影响得以发挥。 土地转入、自有农业机械资产及所在区县农业经营规模均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山区农户普遍经营规模小,限制了其市场参与需求,因此小农户向规模经营农户转变可

以提高市场参与水平。 非农就业机会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非农就业将

吸引年轻的、教育水平较高、综合能力较强的山区优质农民走向城镇,使山区农民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投入,在经营规模不变的情形下农业生产所需劳动投入必然诉诸劳动替代性农机租赁服务或雇工服务,从
而对农业服务市场参与的需求增加[56] 。 家庭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具有显著的负

76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6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6, 2023)

向影响,是因为较多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对农业服务尤其是劳动节约型的农机租赁服务需求不足从而对农户

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 村庄层面

村庄规模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规模大尤其农业劳动力较多的山区村庄,农户收入更加依赖农业经营,各农户会更加

积极地参与农产品交易以保障农业经营收入。 同时,这些村庄因为人口及劳动力规模大,对农业服务尤其

劳动节约型服务的需求不足而限制其参与劳动节约型农业服务市场。 村庄交通条件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

品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不显著,因为农产品市场主要集中在远离山区

农村的中心城镇,良好的交通条件有利于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而中国基层农机服务站点的广泛铺设使

得农机租赁服务、雇工服务以本地交易为主。

表 2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与山区农户市场参与: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农产品市场参与 农业服务市场参与

不控制土地转入 控制土地转入 不控制土地转入 控制土地转入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互联网使用 0. 063∗∗∗ 2. 86 0. 035 1. 56 0. 065∗∗∗ 5. 6 0. 057∗∗∗
 

4. 52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 0. 080∗∗∗
 

4. 51 0. 037∗
 

1. 76

户主年龄 0. 001 1. 10 0. 001 1. 16 0. 001∗∗∗
 

4. 18 0. 001∗∗∗
 

4. 16

户主性别 -0. 017 -1. 35 -0. 018 -1. 41 -0. 013∗∗
 

-1. 93 -0. 013∗∗
 

-1. 93

户主教育水平 0. 008 1. 24 0. 008 1. 22 0. 009∗∗∗
 

2. 64 0. 009∗∗∗
 

2. 65

户主健康程度 -0. 012∗∗∗
 

-2. 55 -0. 012∗∗∗
 

-2. 56 0. 004 1. 44 0. 004 1. 42

户均年龄 -0. 000 -0. 03 -0. 000 -0. 05 0. 001∗∗∗ 2. 56 0. 001∗∗ 2. 00

户均教育水平 0. 007 0. 55 0. 008 0. 72 0. 009∗ 1. 73 0. 011∗ 1. 79

经营规模 0. 000∗∗∗
 

6. 46 0. 000∗∗∗
 

6. 34 0. 000∗∗
 

2. 21 0. 000∗∗∗
 

2. 34

土地转入 0. 018 1. 21 0. 014 0. 94 0. 014∗ 1. 67 0. 002∗ 1. 74

非农就业机会 -0. 000
 

-0. 14 -0. 002 -0. 77 0. 004∗∗∗
 

2. 63 0. 004∗∗∗
 

2. 62

农业劳动力 -0. 013∗∗∗
 

-2. 57 -0. 013∗∗
 

-2. 64 -0. 006∗∗
 

-2. 07 -0. 006∗∗
 

-2. 08

自有农业机械 0. 016∗∗∗
 

2. 82 0. 013∗∗
 

2. 33 0. 002 0. 76 0. 002 0. 7

村庄规模 0. 001∗∗∗
 

3. 86 0. 001∗∗∗
 

3. 81 0. 000∗∗
 

-2. 03 0. 000∗∗ -2. 06

村庄交通 0. 002∗
 

1. 77 0. 002∗ 1. 65 0. 000 -0. 23 0. 000 -0. 23

常数项 0. 588∗∗∗
 

12. 71 0. 595∗∗∗
 

12. 97 0. 015 0. 64 0. 018 0. 76

Wald-Chi2 119. 15∗∗∗ 140. 95∗∗∗ 84. 04∗∗∗ 86. 07∗∗∗

(0. 00)
 

(0. 00) (0. 00) (0. 00)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938 2
 

938 2
 

938 2
 

938

　 　 注:∗∗∗ 、∗∗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后表同。 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估计值的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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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了解决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引入工具变量区县农村上网率,并运用 CMP 估计法进行估计,结果

如表 3 所示。 表 3 显示工具变量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满足相关性条件。 各模型 atanhrho_12

参数估计值具有显著性,表明
 

CMP 估计结果更准确。 各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表 2 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

市场均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需通过土地转

入得以实现,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1 和假设 H2。 同时,表 3 数据显示,土地转入使互联网使用激励山区农户

参与农产品市场效应实现的作用大于土地转入使互联网使用激励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效应实现的作用,

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H2a,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表 3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与山区农户市场参与:CMP
 

估计结果

变量

农产品市场参与 农业服务市场参与

不控制土地转入 控制土地转入 不控制土地转入 控制土地转入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互联网使用 0. 053∗∗∗ 3. 64 0. 022 1. 38 0. 046∗∗∗ 4. 19 0. 038∗∗∗
 

3. 31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 0. 090∗∗∗
 

6. 58 0. 021∗∗
 

2. 32

户主年龄 0. 001 1. 52 0. 001 1. 4 0. 001∗∗∗
 

3. 79 0. 001∗∗∗
 

3. 76

户主性别 -0. 020∗∗
 

-2. 4 -0. 020∗∗
 

-2. 44 -0. 017∗∗ -2. 13 -0. 017∗∗
 

-2. 14

户主教育水平 0. 010∗∗∗
 

2. 48 0. 009∗∗
 

2. 34 0. 017∗∗∗
 

4. 37 0. 017∗∗∗
 

4. 4

户主健康程度 -0. 005∗
 

-1. 68 -0. 005∗
 

-1. 67 0. 002 0. 58 0. 002 0. 58

户均年龄 0. 001∗ 1. 76 0. 001∗ 1. 65 0. 001∗∗∗ 2. 62 0. 001∗∗∗ 2. 61

户均教育水平 0. 021∗∗∗ 2. 82 0. 022∗∗∗ 2. 95 0. 006 1. 26 0. 006 1. 29

经营规模 0. 000∗∗∗
 

7. 19 0. 000∗∗∗
 

6. 95 0. 000∗ 1. 77 0. 000∗
 

1. 76

土地转入 0. 019∗∗
 

2. 00 0. 014∗
 

1. 73 0. 024∗∗∗
 

2. 66 0. 017 1. 28

非农就业机会 -0. 002 -1. 53 -0. 003∗∗
 

-2. 08 0. 006∗∗∗
 

3. 97 0. 006∗∗∗
 

4. 00

农业劳动力 -0. 009∗∗∗
 

-2. 48 -0. 009∗∗∗
 

-2. 59 -0. 012∗∗∗
 

-3. 29 -0. 012∗∗∗
 

-3. 3

自有农业机械 0. 006∗∗
 

2. 16 0. 005∗
 

1. 74 0. 001 0. 39 0. 001 0. 34

村庄规模 0. 001∗∗∗
 

7. 11 0. 001∗∗∗
 

7. 17 0. 001∗∗∗
 

3. 74 0. 001∗∗∗
 

3. 77

村庄交通 0. 001∗
 

1. 71 0. 001∗
 

1. 72 0. 000 -0. 46 0. 000 -0. 46

常数项 0. 614∗∗∗
 

21. 5 0. 601∗∗∗
 

10. 08 -0. 061∗∗
 

-2. 17 -0. 058∗∗
 

-2. 07

工具变量 0. 184∗∗∗ 14. 25 0. 184∗∗∗ 14. 25 0. 184∗∗∗ 14. 25 0. 184∗∗∗ 14. 25

atanhrho_12 -0. 056∗∗∗ ( -6. 43) -0. 095∗∗∗ ( -6. 61) -1. 112∗∗∗ ( -5. 83) -1. 115∗∗∗ ( -5. 86)

观测值 2
 

934 2
 

934 2
 

934 2
 

934

　 　 (三)异质性分析

基准模型估计和 CMP 估计结果均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的激励效应及土地转入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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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激励效应实现的作用,但未识别与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和山区农户市场参与具有共同联系的不同户主

特征、不同家庭平均教育水平和不同外出务工行为中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的激励效应及实现作

用的异质性。 故本文从户主特征、家庭平均教育水平和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行为等要素层面进一步分析互联

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影响的异质性。
1. 户主特征的异质性

表 4 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的激励效应及土地转入对激励效应实现的作用受户主年

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 在户主年龄方面,土地转入对互联网使用激励 50 岁以上山区户主

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实现的作用大于对 50 岁以下户主农户激励效应实现的作用。 这是因为山区老年户

主农户多为生存型农户,对农产品市场参与需求不足,无法发挥互联网降低可变交易成本的作用。 互联

网使用对年轻户主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显著而与土地转入的交叉项影响不显著,表明 50 岁以

下户主农户参与农业服务交易基本受限于山区农村信息传递不畅,互联网使用及其与土地转入交叉项对

50 岁以上户主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均显著,表明部分年老户主农户在参与农业服务交易时受

到山区农村信息传递不畅和固定交易成本过高的限制,这是因为年轻户主农户多为经营型农户,经营规

模较大,土地转入的实现作用不明显,而老年户主农户多为生存型农户,经营规模较小,土地转入的实现

作用较明显。
在户主性别方面,互联网使用对男性户主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需要通过土地转入、经营规

模扩大才能实现,而互联网使用对部分女性户主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无须通过土地转入即可实

现,这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女性户主获取农产品市场信息的能力有限,其农产品市场参与行为主

要受限于市场信息不足。 互联网使用及其与土地转入的交叉项对山区女性户主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和农

业服务市场的影响均大于男性户主农户,这是因为山区女性户主通常信息获取能力较低,经营规模较小,互
联网使用、转入土地对其参与农业市场的激励效应更大。

在户主教育水平方面,互联网使用对小学及以下山区户主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对初中及以上山区户主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不明显。 这是因为教育水平较低的户主对本地市

场信息获取能力较低,依赖互联网获取市场信息的需求更大。 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

激励效应在户主教育水平方面无显著差异,大体是因为农村农机服务站点广泛铺设和无差别服务消除了户

主教育水平的差异性。

表 4　 不同户主特征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维度 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教育水平

50 岁及以下 50 岁以上 男性 女性 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初中及以上

农产品市场参与 互联网使用 0. 018 0. 054 0. 001 0. 061∗ 0. 081∗ 0. 079∗∗ 0. 018

(0. 58) (1. 54) (0. 02) (1. 70) (1. 69) (1. 92) (0. 55)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 0. 007∗∗∗ 0. 009∗∗∗ 0. 016∗∗∗ 0. 004∗ 0. 021∗∗∗ 0. 007∗∗∗ 0. 008∗∗∗

(4. 03) (2. 63) (5. 12) (1. 77) (3. 38) (2. 64) (3. 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591∗∗∗ 0. 684∗∗∗ 0. 574∗∗∗ 0. 542∗∗∗ 0. 553∗∗∗ 0. 636∗∗∗ 0. 691∗∗∗

(8. 20) (6. 63) (10. 05) (7. 11) (7. 74) (8. 01) (7. 23)

观测值 1
 

286 1
 

286 1
 

739 1
 

169 1
 

042 2
 

938 1
 

024

07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6, 202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6 期)

表4(续)

维度 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教育水平

50 岁及以下 50 岁以上 男性 女性 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初中及以上

农业服务市场参与 互联网使用 0. 041∗∗ 0. 076∗∗∗ 0. 045∗∗ 0. 054∗∗ 0. 050∗ 0. 054∗∗ 0. 056∗∗∗

(2. 25) (3. 66) (2. 56) (2. 22) (1. 76) (2. 16) (2. 88)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 0. 000 0. 039∗∗∗ 0. 042∗∗ 0. 052∗∗ 0. 003 0. 000 0. 000

(0. 17) (4. 39) (2. 25) (2. 37) (0. 83) (0. 07) (1. 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44 0. 032 0. 007 0. 041 0. 130∗∗∗ 0. 186 -0. 002

(1. 03) (0. 54) (0. 21) (0. 90) (3. 25) (0. 42) ( -0. 04)

观测值 1
 

399 1
 

539 1
 

769 1
 

169 1
 

042 2
 

938 1
 

024

　 　 　 　 注: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估计值的 Z 值,后表同。

2. 家庭平均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为了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激励效应是否具有家庭平均教育水平的异质性,以山区

家庭平均教育水平 2. 34 为分界点,将农户分组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的激励效应不显著而对山区

平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的激励效应显著,土地转入对互联网使用激励山区平均教育

水平较低的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实现的作用大于土地转入对互联网使用激励山区平均教育水平较高

的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实现的作用。 这是因为较低的平均教育水平导致的家庭农业经营能力较低使

得山区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户中土地转入户比重(19. 821%)低于平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中土地转入

户比重(21. 279%),进一步导致其农产品市场参与受限于经营规模过小、固定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57] 。 互

联网使用对山区平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参与农业服务交易的激励效应大于其对山区平均教育水平较低

的农户参与农业服务交易的激励效应,土地转入对平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激励效应实现的作用更大,说

明较高的平均教育水平使山区农户经营能力更强,擅长利用互联网克服山区市场信息传递不畅的问题,也

更积极地通过土地转入克服农业服务市场准入的问题。

表 5　 家庭平均教育水平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农产品市场参与 生产性服务市场参与

小学及以下 初中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及以上

互联网使用 -0. 008 0. 062∗ 0. 051∗∗∗ 0. 056∗∗∗

( -0. 23) (1. 79) (3. 05) (2. 66)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 0. 009∗∗∗ 0. 008∗∗∗ 0. 030 0. 039∗

(3. 70) (3. 36) (0. 80) (1. 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552∗∗∗ 0. 837∗∗∗ 0. 024 0. 031

(9. 13) (8. 41) (0. 88) (0. 68)

观测值 2
 

333 605 2
 

333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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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家庭成员是否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异质性

将家庭打工收入大于 0 的农户定义为有外出务工农户,等于 0 的农户定义为无外出务工农户,对这两类

农户分别拟合市场参与的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6。 表 6 显示,互联网使用对无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

参与农产品市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这是因为无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家庭收入严重依赖农业经营,

对产品市场参与的需求大,而山区信息传递不畅导致的可变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其市场参与水平,互联网

使用有效消除了这种限制。 互联网使用对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市场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不

显著,因为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家庭收入对农业经营依赖性较小,对农产品市场参与的需求也小,限

制了互联网使用降低可变交易成本作用的发挥。 土地转入对互联网使用激励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

参与农产品市场实现的作用大于无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原因是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经营规模

较小,家庭成员需外出务工谋取生计,要发挥互联网使用对这类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须通过土

地转入消除固定交易成本的限制。

表 6　 家庭成员是否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农产品市场参与 农业服务市场参与

无外出务工行为 有外出务工行为 无外出务工行为 有外出务工行为

互联网使用 0. 072∗∗ 0. 012 0. 028 0. 556∗∗∗

(2. 01) (0. 41) (1. 28) (2. 85)

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 0. 007∗∗∗ 0. 011∗∗∗ 0. 082∗ 0. 016

(3. 21) (3. 42) (1. 85) (0. 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637∗∗∗ 0. 580∗∗∗ 0. 006 0. 051

(9. 49) (9. 36) (0. 15) (1. 43)

观测值 883 2
 

055 883 2
 

055

互联网使用对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显著但对无外出务工行为

的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不显著,是因为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

的劳动数量较少,对劳动替代型农机租赁、雇工服务的市场交易需求较大。 土地转入对互联网使用激励

无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实现的作用显著但对互联网使用激励有外出务工行为的

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实现的作用不显著,是因为无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家庭生产中劳动投入

较大,对劳动替代型农机服务、雇工服务需求不足,土地转入可以克服此种需求不足,有效发挥互联网使

用的激励效应。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提高山区农户市场参与水平,实现山区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在人地关系渐趋紧张背景下保障中国

农产品供给安全的重要举措。 本文采用 2014 年、2016 年、2018 年三期 CFPS 数据,构建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模

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的影响,考察土地转入对该影响的作用,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由于山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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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市场信息传递不畅,使得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交易的可变交易成本较高,抑制了农户参与农业市场

交易的积极性。 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激励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交易。 (2)互联网使用对山

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的激励效应需通过土地转入方得以实现,且该实现作用具有市场类别的差异性,即土

地转入使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得以实现的作用更大,而土地转入使互联网使

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激励效应得以实现的作用因地形特征不适宜大型农机作业而被削弱。 (3)

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的激励效应具有户主特征、家庭平均教育水平和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行

为方面的异质性。 互联网使用对受教育水平较高、年轻的户主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更大,对

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较高、无外出务工行为的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更大,对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较

低、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更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推进山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创建依托互联网

的农业市场服务平台。 有关部门要促成山区农村集体与通信企业的深度合作,加快这些地区宽带设施、移

动网络、新一代互联网设施的铺设,制定适当的互联网惠农补贴政策支持山区农村的宽带网络建设。 要特

别关注山区农产品市场网络服务平台建设,引导农产品购销企业参与市场供需信息建设,以利于农户利用

互联网信息拓展市场交易空间与渠道。 积极引导山区农户利用互联网创新农产品市场销售平台诸如农村

电商、销售直播、公众号、自媒体,为小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寻求出路。 (2)加强山区农村互联网技能的劳动

力差异化培训。 因为山区存在大量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户主劳动力,其互联网使用技能水平较低,

互联网使用对这些户主农户参与市场交易的激励效应有限,故有关部门要组织针对老年户主、受教育水平

较低的户主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培训,提高其互联网使用技能、培养其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市场信息的主动

性,鼓励老年、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户主充分利用互联网扩展市场交易空间和渠道。 (3)适度推进山区农地规

整基础上的连片流转,发挥土地转入对互联网使用激励农户参与农业市场实现的作用。 山区要避免盲目的

农地流转,要在农地规整、宜机化改造基础上推进农地流转,以降低农户市场参与的单位固定交易成本。 要

以农地规整为基础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尽可能地整合邻接农地的使用权,做好土地转入、转出农户之间

的利益分配,切实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提高农地宜机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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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how
 

to
 

improve
 

the
 

market
 

particip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ir
 

operational
 

efficienc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griculture,
 

and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data
 

in
 

2014,
 

2016
 

and
 

2018,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anel
 

Tobit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and
 

land
 

transfer
 

in
 

mountainous
 

areas
 

on
 

rural
 

households’
 

market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
 

internet
 

use
 

can
 

encourage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s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Specifically,
 

internet
 

use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high
 

information
 

costs
 

of
 

market
 

transactions
 

for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s,
 

thus
 

providing
 

incentives
 

for
 

the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transaction.
 

Second,
 

land
 

transfer
 

can
 

realize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markets.
 

Meanwhile,
 

land
 

transfer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realizing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s
 

than
 

in
 

agricultural
 

service
 

markets.
 

Third,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rural
 

households’
 

involvement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is
 

heterogeneous
 

in
 

mountainous
 

areas.
 

On
 

the
 

one
 

hand,
 

internet
 

use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ncentive
 

effect
 

on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s
 

with
 

a
 

higher
 

averag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no
 

work
 

behaviors
 

in
 

mountainous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ncentive
 

effect
 

on
 

rural
 

households
 

with
 

a
 

lower
 

averag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work
 

behaviors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service
 

marke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facilities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to
 

establish
 

an
 

internet-based
 

service
 

platform
 

for
 

market
 

information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gricultural
 

services.
 

Second,
 

it
 

should
 

strengthen
 

the
 

differentiated
 

training
 

of
 

workers
 

on
 

internet
 

skills
 

in
 

mountainous
 

areas.
 

Third,
 

the
 

transfer
 

and
 

integration
 

of
 

land
 

in
 

mountainous
 

areas
 

should
 

be
 

promoted
 

appropriately.
Keywords:

 

internet
 

use;
 

land
 

transfer;
 

market
 

participation;
 

transaction
 

cost;
 

rural
 

household
 

in
 

mountainous
 

area;
 

land
 

in
 

mountainou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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